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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伴随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持续放缓，中国资本回报率和投资增速急剧下滑。文章从

内生技术进步的角度，探讨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技术进步、资本回报率及经济发展的影响。通

过对中国 31 省区 1992—2010 年工业部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增加劳动要素投入和促进技术进步两条渠道提升资本回报率。同时发

现，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有所不同，城市化方式比单纯的就业转移对技术进

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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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放缓，中国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成率持续下滑。因此，一个

富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技术进步和资本回报率之间究竟存在怎

样的关系? 事实上，自 Lewis［1］开创性地提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意

义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力市场城乡体制性分割，使农

业部门储备了巨量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政策放松和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日益

增长，全国年均新增转移农民工数量超过 800 万人，并先后经历了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到跨省

区转移的渐近深化过程［2］。2016 年，中国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 2． 8 亿人，占非农部门就业总量的

50%以上，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总量中的占比也由改革之初 70% 以上降到近年 30% 以下。如此持

续而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已经构成中国现代经济转型最重要的结构特征之一。
一般认为，当生产要素从边际产出较低的部门流向边际产出较高的部门，总体生产效率会不断

提高，而中国农业劳动力跨行业跨地域转移则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产业和空间两个层面均不

断提高。胡永泰［3］指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再配置的首要作用是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刘秀梅和田维明［4］发现，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边际劳动生产力明显改善，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

要因素。刘伟和张辉［5］、张平和郭熙保［6］、贺京同和何蕾［7］等后续研究也都表明，劳动力转移带来的

结构转变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Young［8］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研究发现，农业劳动

力大量转移有力地支撑了制造业和出口发展。李扬和殷剑峰［9］认为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是我国

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结果，也是这种模式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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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李稻葵等［10］和翁杰［11］等人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动有直接关系。
张传勇［12］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发现劳动力流动与房价上涨和城市经济收敛之间也存在紧密

联系。
事实上，在发展中经济体的特定发展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较以往研究发现所揭示的更

为重要。表 1 描述了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自 1960 年代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长期

关系。从四国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取得非常规高速增长的时期都是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时期，通

常能够达到 8% ～10%的高速增长。当农业劳动力占比稳定，经济增速则显著下降到 3% ～ 5%，甚

至更低( 最具技术创新能力的美国也是如此) 。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只是增加了非农部门的劳动要

素投入，则很难想象年均约 1 个百分点的劳动力转移能够对经济增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有理由

相信，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还存在某种尚未被认知的作用，对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产生了有利

影响。唯有对此做进一步研究，才容易理解为什么经济体总是在劳动力快速转移时期取得超常的增

长速度。
表 1 四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与长期经济增长率 %

时期

韩国 日本 美国 中国

年占比
下降

年 GDP
增长率

年占比
下降

年 GDP
增长率

年占比
下降

年 GDP
增长率

年占比
下降

年 GDP
增长率

1961—1969 1． 40 8． 25 1． 31 10． 44 0． 22 4． 66
1970—1979 1． 68 8． 29 0． 90 4． 64 0． 07 3． 32
1980—1989 1． 61 7． 68 0． 32 3． 71 0． 07 3． 04 0． 86 9． 75
1990—1999 0． 73 6． 25 0． 21 1． 43 0． 03 3． 22 1． 01 9． 99
2000—2009 0． 36 4． 39 0． 10 0． 63 0． 11 1． 73 1． 33 10． 29

注:“年占比下降”为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年均下降百分点( 时
期内平均) ，“年 GDP 增长率”为平均 GDP 增长率( 时期内平均) 。取十年为一个
时期以反映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回顾以往文献发现，在

关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

影响的分析中，鲜有研究探

讨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

门技术进步的影响，对资本

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分

析也大体停留在为非农部门

提供廉价劳动要素的基础层

面。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

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是简

单的生产要素积累，缺乏技

术进步［8，13-14］。这一认识不仅有悖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也忽略了发展中经济体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特

征，即在生产要素积累过程中，通过投资生产过程中的“干中学”效应［15-17］、新增投资中的“嵌入式”
技术进步［18-19］，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效应［20-24］，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社会技术水平动态提

升、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改善。刘晓光和卢锋［25］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

上述“技术效应”结合推动了中国技术进步和资本回报率的上升。
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集中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非农部门技术水平、资本回报率以及经济

发展的促进作用。利用中国 31 省区 1992—2010 年工业部门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发现，农业劳

动力转移对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增加劳动要

素投入两条渠道提升资本回报率。同时还发现，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具体影响及主要机制可能

也有所不同。本文后面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通过理论机制分析，提出本文的待检验假说。第三

部分介绍实证分析的主要变量和数据。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中国省级面板数

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本文假说，并进行子样本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的提出

大量研究表明，一国经济在投资生产过程中会通过干中学机制自发实现技术进步。Arrow［15］较

早提出了干中学的概念，认为企业在投资和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学习知识和积累经验，不断实现技术

进步。在干中学理论的基础上，Ｒomer［16］、Barro 和 Sala-I-Martin［17］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知识溢出模

型”，强调由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会很快扩散到整个社会，从而实现内生增长。
Li et al．［2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技术溢出效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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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显著的干中学效应［27-29］，干中学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重要

贡献［9，30-31］。不仅如此，在投资生产过程中还存在广泛的嵌入式技术进步。研究发现，中国的技术

进步与生产性投资保持着稳定的比例关系［32］。林毅夫和张鹏飞［18］认为，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新技术

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而这种技术进步方式在现实经济中必然主要

以投资的方式实现。徐建国［19］更直接指出，投资本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方式，

因为新增投资中包含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技术，同时，在使用新资本品的过程中，还可以促进人力资本

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
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促进非农部门投资生产，将有利于上述技术效应的发挥，进而可以促

进技术进步。在传统的刘易斯模型中，非农部门的扩张会不断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但由于技术水

平是外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只是被动地作为非农部门扩张的结果。实际上，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

言，特别是经济起飞阶段，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反过来也有利于非农部门在资本扩张过程中维持

劳动 /资本比例，进而可以维持较高水平的资本回报率，增加非农部门的利润积累，促进非农部门扩

大投资和生产。同时，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广泛的学习效应和嵌入式技术进步，非农部门将会不

断实现技术进步，促进新一轮投资和生产。刘晓光和卢锋［25］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农业劳动力转

移与上述技术效应结合推动了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并实证分析验证了中国技术效应的存在。
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部门集聚，由于人口集聚效应以及转移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干

中学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也会产生持续而可观的技术溢出，从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随着人口从

分散的农村集聚到城市，距离的缩小更利于人们相互学习和模仿，产生与传播新知识和新技术，并提

高人力资本积累。人口集聚有利于促进分工，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分工得以不断深化，促进技术进

步和生产率提高。Lucas［20］通过人力资本溢出模型说明，人们通过向他人学习经验或创新，产生人力

资本的溢出效应，人口集聚通过空间距离的缩小进一步促进这一效应的发挥，因为知识和信息极易

受到距离衰减效应的影响。此外，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后，通过在工作中的干中学也可以得

到人力资本积累［33］。后续大量文献关于人口集聚效应的更丰富的讨论，使其产生的技术效应和规

模经济得到越来越多重视［21-24，34］。
综合以上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农部门技术进步、资本回报率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用如

下动态机制来反映: ( 1) 非农部门投资扩张增加对非农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 ( 2 ) 农

业劳动力转移反过来增加非农部门劳动要素投入，维持或提高资本回报率，促进投资和生产，并带动

非农部门发展，同时形成人口集聚效应; ( 3) 扩大的投资和生产通过学习效应和嵌入式技术进步，加

上人口集聚效应，将不断提高非农部门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 4) 技术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提高资

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促进新一轮投资和劳动力转移。如此循环往复，要素积累与技术进步实现了

良性互动，经济也实现了可持续增长。
基于此，本文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够通过促进上述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对非农部门技术水

平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特别地，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扩大城市劳动力市场规模，形成人

口集聚效应，同时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生产和“干中学”，形成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利于提高城市部

门的全要素生产率［15-17，25，35］。因此，本文提出待检验假说 1。
假说 1: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门技术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因而可以通过两条渠道提升资本回报率，对经济长远

发展产生有利影响。首先，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增加非农部门劳动要素投入，有利于维持劳动 /资本

比例，因而利于维持甚至提高资本回报率水平; 其次，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可以提高

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本回报率。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简单的模型推导来

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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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Yit = AitKα
it ( Lit )

1－α

式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指企业和时期，Kit 和 Lit 表示企业组织生产使用的资本和劳动，Ait 为企业

技术水平，α 为企业的资本产出弹性。
对企业 i 而言，给定 t 期的社会资本回报率 rt、工资率 wt 和总资本存量 Kt，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企业会选择最优的资本量 Kit 和雇佣最优的劳动量 Lit :

Maxπit = AitKα
it ( Lit )

1－α － rtKit － wtLit

一阶优化条件:

rt = αAitKα－1
it L1－α

it

wt = ( 1 － α) AitKα
itL

－α
it

在均衡时，厂商将选择相同数量的资本 Kit 和劳动 Lit，因而上式转化为:

rt = αAit
Lit

K( )
it

1－α

= αLσbt
Lbt

K( )
t

1－α

由上式可见，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两个渠道影响资本回报率 rt : 首先，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增加

非农部门就业 Lbt，维持劳动/资本比例
Lbt

K( )
t

，进而提高资本回报率; 其次，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形成人

口集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Lσbt，提高非农部门技术水平 Ait，进而提高资本回报率。基于这一理解，本

文提出待检验假说 2。
假说 2: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门资本回报率具有正向影响。
接下来，本文将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上述两个假说，集中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

门技术进步和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
三、核心变量指标和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门技术进步和资本回报率的促进作用。因此，被解释变

量包括非农部门技术水平和资本回报率，核心解释变量为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此，本文首先估算各

省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分省层面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具体来说，本文结合文献中估算全要素

生产率常用的索罗残差法与克服宏观变量内生性问题常用的系统 GMM 方法［36-37］，即采用系统 GMM
方法估计索罗残差，基础数据为各省区工业部门的 GDP、固定资产净值以及劳动力。资本回报率的

衡量指标选取各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即净利润加企业所得税) 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
采用该指标的优点在于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指标定义清晰，数据完善［38］。

关于劳动力转移的测度，根据数据可得性和研究需要，本文选用了两个衡量指标。一个为城镇

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个指标则对应本文工业部门口径，采用各省区第二产业就

业人数占第一、二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来反映劳动力转移程度，记为“就业转移率”。相比之下，城

镇化率指标更侧重人口因素，而就业转移率指标更侧重就业因素。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两个指标的

含义略有不同，又互为补充，既共同反映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劳动

力转移方式。本文对两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可以保证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同时可以粗略观察不同

的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影响差异。
参考以往文献做法，本文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基础设施( 采用公路里程与省区面积比值衡量) 、

经济开放度( 采用外商直接投资 FDI 占 GDP 比重衡量) 、金融发展( 采用贷款与 GDP 的比率衡量) 、
金融效率( 采用银行单位存款创造的贷款，即银行贷款与存款比率衡量) 、国企比重( 采用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在工业部门总产值中的比重来衡量) 和公共教育支出( 采用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来衡量)

等重要变量，以控制这些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的潜在影响。在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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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资本回报率 589 0． 096 5 0． 082 9 － 0． 055 3 0． 461

全要素生产率
( 对数)

587 0． 335 0． 518 － 0． 859 1． 647

就业转移率 587 0． 346 0． 189 0． 045 6 0． 923
城镇化率 503 0． 423 0． 159 0． 161 0． 893

基础设施 ( 对
数)

584 7． 825 0． 932 5． 092 9． 839

FDI /GDP 576 0． 034 8 0． 036 3 1． 41e － 05 0． 243
贷款 /GDP 589 0． 996 0． 286 0． 533 2． 260
贷款 /存款 589 0． 870 0． 251 0． 233 1． 890
国企比重 584 0． 511 0． 202 0． 094 1 0． 899
公共教育支出 483 3． 280 3． 099 0． 374 20． 15
资本产出比 589 1． 586 0． 711 0． 755 5． 399

数据来源: 各省区统计年鉴、交通年鉴和交通运输部网站、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

时，本文还加入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

产出比变量，以控制技术进步和资本深

化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表 2 报告了上

述变量的统计性描述结果。
四、实证分析

本节实证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

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的关

系，以检验本文理论假设中提出的劳动

力转移对技术水平和资本回报率的影

响。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39］ 和

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的节点［40］，本文

选取 1992—2010 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在计量方法上，除了采用最小二

乘法进行基准回归外，本文还同时进行

了系统 GMM 回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宏观变量回归经常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弱工具变量问题，

克服最小二乘估计量的有偏性［36-37］。同时，为防止工具变量过多产生过度拟合问题［41］，本文将滞后

2 到 3 期的内生变量的水平项和差分项作为 GMM 类型的工具变量。
( 一)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本节回归方程为:

TFPit = β1LＲit + β2Xit + αi + γt + μit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TFPit 为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解释变量 LＲit 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指

标，包括 TＲit 和 UＲit，分别为就业转移率和城镇化率指标，Xit 表示控制变量，αi 和 γt 分别为个体效应

和年份效应，μit 为随机误差项。在回归参数中，β1 为劳动力转移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是

主要考察的回归系数。根据本文理论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预

期 β1 ＞ 0 。
表 3 报告了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其中，( 1) 至( 4) 栏为 OLS 估计结果，( 5) 至( 8 ) 栏为系统

GMM 估计结果。表中显示，系统 GMM 回归通过了 Arellano-Bond 检验和 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说明

模型设定良好。系统 GMM 估计结果和 OLS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也说明回归结论稳健。根据估计结

果，无论是以就业转移率指标还是以城镇化率指标所衡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正，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假设 1 得到了

验证。其中，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时，就业转移率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约为 0． 7，城镇化

率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约为 0． 9。在进一步控制了基础设施水平、FDI 占 GDP 比重、国
企产出比重和公共教育支出水平等控制变量后，就业转移率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系数减小到约

0． 5，在系统 GMM 回归中甚至失去了显著性，但城镇化率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影响系数扩大到约 1． 1。以上结果在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门技术水平具有促进作用的同

时，也说明在中国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城镇化方式可能比单纯的就业转移对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更

显著。本文推测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方式会带来更高程度的人口集聚效应，更有利于转移劳动力人

力资本积累，因而技术效应更强。
此外，在各控制变量中，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符合一般预期。

FDI 占 GDP 比重和金融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向促进作用，符合一般预期，但是显著性不稳定。
国企产出比重和公共教育支出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有待进一步探讨。比较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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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融发展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初步推测可能与我国金融市场扭曲恶化了

要素配置效率有关［42-43］，但具体原因还有待更深入的分析。
表 3 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最小二乘回归 系统 GMM 回归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就业转移率 0． 733＊＊＊ 0． 524＊＊＊ 0． 726＊＊＊ 0． 545
( 0． 057 2) ( 0． 121) ( 0． 203) ( 0． 332)

城镇化率 0． 934＊＊＊ 1． 065＊＊＊ 0． 934＊＊＊ 1． 084＊＊＊

( 0． 089 4) ( 0． 136) ( 0． 296) ( 0． 316)

基础设施 0． 133＊＊＊ 0． 114＊＊＊ 0． 135 0． 112*

( 0． 025 6) ( 0． 021 6) ( 0． 082 9) ( 0． 065 7)

FDI /GDP 0． 708＊＊ 0． 391 0． 683 0． 402
( 0． 349) ( 0． 325) ( 0． 874) ( 0． 691)

贷款 /GDP － 0． 415＊＊＊ － 0． 398＊＊＊ － 0． 409＊＊ － 0． 383＊＊＊

( 0． 060 4) ( 0． 054 8) ( 0． 156) ( 0． 121)

贷款 /存款 0． 157* 0． 222＊＊＊ 0． 190 0． 263
( 0． 093 0) ( 0． 082 9) ( 0． 264) ( 0． 198)

国企比重 0． 178 0． 070 5 0． 218 0． 087 8
( 0． 111) ( 0． 086 5) ( 0． 298) ( 0． 217)

公共教育支出 0． 013 6 － 0． 003 8 0． 011 2 － 0． 007 8
( 0． 014 3) ( 0． 011 3) ( 0． 035 4) ( 0． 025 0)

个体效应 No No No No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Ｒ2 0． 727 0． 772 0． 748 0． 799
0． 905 0． 726 0． 707 0． 808
0． 943 0． 560 0． 482 0． 939
0． 997 1． 000 1． 000 1． 000

观测值 587 501 472 425 587 501 472 425

注: 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GMM 估计中 Ｒ2

处报告的依次是其 A-Bond 一阶、二阶检验和 Hansen 检验的 p 值。

( 二) 劳动力转移与资本回报率

上一节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本节分析劳动力转移与资本回

报率的关系。根据本文理论分析机制，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通过增加非农部门劳动要素投入的方式

提高资本回报率，还将通过促进非农部门技术进步而提高资本回报率。
因此，本节回归方程为:

CＲit = θ1LＲit + ρXit + αi + γt + μit ( 2)

CＲit = θ'1LＲit + θ2TFPit + ρXit + αi + γt + μit ( 3)

CＲit = θ″1LＲit + θ'2TFPit + θ3LＲit × TFPit + ρXit + αi + γt + μit ( 4)

其中，被解释变量 CＲit 为资本回报率，主要解释变量 LＲit 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指标，包括 TＲit

和 UＲit，分别为就业转移率和城镇化率指标，TFPit 为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LＲit × TFPit 为农业劳

动力转移与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交叉项，Xit 表示其它控制变量，αi 和 γt 为个体效应和年份效

应，μit 为随机误差项。在各参数中，θ1、θ'1和 θ″1为劳动力转移程度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系数，θ3 是反映

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技术进步渠道影响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系数，是主要考察的回归系数。根据本文

理论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增加劳动要素投入和促进技术进步两条渠道对资本回报率产生正向

影响。因此，预期 θ1 ＞ 0，θ2 ＞ 0，θ3 ＞ 0，而在进一步控制了全要素生产率 TFPit 及其交叉项的影响后，

θ'1 ＞ 0，θ″ ＞ 0 可能仍成立。
表 4 报告了资本回报率回归结果。其中，( 1 ) 至 ( 4 ) 栏为 OLS 估计结果，( 5 ) 至 ( 8 ) 栏为系统

GMM 估计结果。系统 GMM 回归通过了 Arellano-Bond 检验和 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说明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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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OLS 估计结果和系统 GMM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也说明回归结论稳健。在单变量回归中( 限于

篇幅表 4 没有汇报) ，无论是以就业转移率指标还是以城镇化率指标所衡量的劳动力转移程度对中

国资本回报率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 4 回归中的( 1) 至( 2) 列和( 5) 至( 6) 列显示，进一步控制了

基础设施水平、FDI 占 GDP 比重、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效率、资本产出比、国企产出比重和公共教育支

出水平等控制变量后，劳动力转移程度的两个衡量指标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仍然显著为正，符合预期，

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门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4 资本回报率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资本回报率

最小二乘回归 系统 GMM 回归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就业转移率 0． 110＊＊＊ 0． 079 1＊＊＊ 0． 156＊＊ 0． 069 3*

( 0． 019 3) ( 0． 016 2) ( 0． 057 0) ( 0． 035 8)

城镇化率 0． 101＊＊＊ 0． 017 5 0． 135＊＊ － 0． 013 4
( 0． 024 5) ( 0． 019 2) ( 0． 056 7) ( 0． 038 3)

全要素生产率 0． 122＊＊＊ 0． 128＊＊＊ 0． 174＊＊＊ 0． 159＊＊＊

( 0． 011 7) ( 0． 013 5) ( 0． 047 2) ( 0． 048 0)

资本产出比 － 0． 042 6＊＊＊ － 0． 038 6＊＊＊ 0． 006 2 0． 007 0 － 0． 034 9＊＊ － 0． 029 8* 0． 027 4 0． 014 8
( 0． 007 6) ( 0． 007 6) ( 0． 005 5) ( 0． 006 0) ( 0． 017 1) ( 0． 016 5) ( 0． 016 5) ( 0． 016 1)

基础设施 － 0． 018 1＊＊＊ － 0． 015 1＊＊＊ － 0． 007 5* － 0． 004 5 － 0． 016 6 － 0． 012 1 － 0． 002 5 － 0． 002 9
( 0． 004 7) ( 0． 004 9) ( 0． 004 5) ( 0． 004 7) ( 0． 012 1) ( 0． 011 9) ( 0． 010 4) ( 0． 010 2)

FDI /GDP 0． 231＊＊＊ 0． 236＊＊ － 0． 024 3 0． 006 94 0． 361 0． 374 － 0． 116 － 0． 051 3
( 0． 084 3) ( 0． 098 2) ( 0． 073 7) ( 0． 082 8) ( 0． 252) ( 0． 268) ( 0． 191) ( 0． 180)

贷款 /GDP － 0． 030 0＊＊＊ － 0． 028 8＊＊ － 0． 032 1＊＊＊ － 0． 026 4＊＊ － 0． 033 7 － 0． 027 8 － 0． 032 6 － 0． 026 5
( 0． 011 3) ( 0． 012 5) ( 0． 009 8) ( 0． 011 1) ( 0． 024 2) ( 0． 024 7) ( 0． 021 2) ( 0． 021 6)

贷款 /存款 － 0． 033 1* － 0． 029 4* － 0． 026 8* － 0． 028 0* 0． 000 28 0． 004 16 － 0． 024 2 － 0． 032 1
( 0． 016 9) ( 0． 017 7) ( 0． 015 2) ( 0． 015 9) ( 0． 040 5) ( 0． 042 6) ( 0． 030 9) ( 0． 028 3)

国企比重 0． 032 7 0． 000 2 0． 014 9 － 0． 010 8 0． 066 3 0． 029 6 0． 012 7 － 0． 017 5
( 0． 027 0) ( 0． 027 5) ( 0． 023 4) ( 0． 025 0) ( 0． 075 7) ( 0． 073 9) ( 0． 053 7) ( 0． 058 2)

公共教育支出 0． 002 7* 0． 003 2＊＊ － 0． 001 0． 001 4 － 0． 003 3 － 0． 002 4 － 0． 003 1 0． 002 8
( 0． 001 6) ( 0． 001 6) ( 0． 001 2) ( 0． 001 3) ( 0． 004 1) ( 0． 003 6) ( 0． 003 4) ( 0． 003 2)

个体效应 No No No No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Ｒ2 0． 671 0． 662 0． 731 0． 717
0． 715 0． 505 0． 833 0． 969
0． 245 0． 179 0． 550 0． 626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观测值 472 427 472 425 472 427 472 425

注: 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GMM 估计中 Ｒ2

处报告的依次是其 A-Bond 一阶、二阶检验和 Hansen 检验的 p 值。

为进一步检验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资本回报率的两条渠道，在( 3) － ( 4) 列和( 7) － ( 8) 列中进

一步控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控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后，就业转移率对资本回报率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仅是影响系数有所

减小，符合预期，说明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增加劳动要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条渠道对资本

回报率产生促进作用。在控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后，城镇化率指标对资本回报率的促进作用不再

显著，而结合表 3 回归结果，城镇化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可能主要通过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这条渠道影响资本回报率。本文推测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在我国现实制度背

景下，企业在雇佣城市工人时，通常要求相应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福利支出，一方面根据效率工资理

论，更高的工资待遇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又会在成本上对企业利润造成直接的

挤压，进而对资本回报率的提升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相比之下，由于农民工与企业的工资议价能

力较弱，要求的工资福利也相对较低，所以对企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作用反而可能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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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资本回报率回归结果( 引入交叉项)

被解释变量:
资本回报率

最小二乘回归 系统 GMM 回归

( 1) ( 2) ( 3) ( 4)

就业转移率
0． 027 9 0． 032 1

( 0． 020 6) ( 0． 034 9)

就业转移率 ×
全要素生产率

0． 136＊＊＊ 0． 133＊＊

( 0． 030 6) ( 0． 053 8)

城镇化率
－ 0． 014 1 － 0． 017 5

( 0． 020 7) ( 0． 041 7)

城镇化率 × 全
要素生产率

0． 151＊＊＊ 0． 089 6
( 0． 046 1) ( 0． 090 6)

全要素生产率
0． 083 7＊＊＊ 0． 065 2＊＊＊ 0． 114＊＊＊ 0． 114＊＊

( 0． 013 5) ( 0． 020 9) ( 0． 038 4) ( 0． 046 1)

资本产出比
0． 003 97 0． 005 56 0． 017 0 0． 013 4

( 0． 005 21) ( 0． 005 80) ( 0． 011 4) ( 0． 0137)

基础设施
－ 0． 009 65＊＊ － 0． 005 82 － 0． 006 44 － 0． 003 38
( 0． 004 41) ( 0． 004 76) ( 0． 009 21) ( 0． 010 2)

FDI /GDP
－ 0． 009 81 － 0． 032 5 － 0． 062 6 － 0． 071 8
( 0． 072 0) ( 0． 079 9) ( 0． 170) ( 0． 176)

贷款 /GDP
－ 0． 031 4＊＊＊ － 0． 022 6＊＊ － 0． 031 0 － 0． 022 5
( 0． 009 33) ( 0． 010 3) ( 0． 018 6) ( 0． 019 5)

贷款 /存款
－ 0． 043 1＊＊＊ － 0． 042 4＊＊＊ － 0． 043 1 － 0． 041 4
( 0． 015 4) ( 0． 015 0) ( 0． 028 2) ( 0． 027 0)

国企比重
0． 032 9 － 0． 006 34 0． 036 7 － 0． 010 8

( 0． 024 1) ( 0． 024 7) ( 0． 054 8) ( 0． 059 3)

公共教育支出
－0．005 22＊＊＊ － 0． 003 58* － 0． 007 18* － 0． 001 38
( 0． 001 52) ( 0． 001 83) ( 0． 003 69) ( 0． 003 18)

个体效应 No No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Ｒ2 0． 742 0． 727
0． 748 0． 571
0． 603 0． 728
1． 000 1． 000

观测值 472 425 472 425

注: 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GMM 估计中 Ｒ2 处报告
的依次是其 A-Bond 一阶、二阶检验和 Hansen 检验的 p 值。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基本结

论: 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增加劳动要

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条渠道对

资本回报率产生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

主要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

提高资本回报率，因此在控制全要素生产

率这条渠道后，不再显著。而就业转移主

要通过增加要素投入这条渠道提高资本

回报率，因此在控制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后仍然显著，但影响系数有所减小。本文

假设 2 得到了初步验证。
为进一步检验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

技术进步渠道影响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

制，我们将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全要素生产

率的交叉项引入回归方程，即采用模型

( 4) 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 5 所

示，无论是以就业转移率指标还是城镇化

率指标衡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其与全要

素生产率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

正，验证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技术

水平进一步影响资本回报率。在控制了

上述交叉项变量后，就业转移率指标的回

归系数仍然为正，但不再显著; 城镇化率

的指标为负且不显著，而全要素生产率的

回归系数则始终显著为正，与本文理论预

期基本一致。
( 三) 稳健性检验

以上通过实证分析讨论了农业劳动

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的促进作用。本节对以上回归结果进行子样本稳健性检验，以

考察样本区间变动是否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此分别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子样本稳健性检

验。首先是时间上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国企改制可能会使企业技术进步和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模式

产生结构性变化，因此将第一个子样本区间设定为 1998—2010 年; 考虑到我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 WTO) 也可能会对企业行为模式产生结构性影响，因此将第二个子样本区间设定为

2001—2010 年。其次是空间上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一些省区在经济上的特殊性可能会对估计结果

产生影响，参照文献通常做法，进行了剔除西藏自治区以及剔除北京和上海的子样本回归，分别为子

样本 3 和子样本 4。全要素生产率各子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6，资本回报率各子样本稳健性检

验结果见表 7。
表 6 和表 7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两种指标衡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即就业转移率和城镇化

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与前文分析基本一致，回归系数也大体处于同一水平，说明

本文结论比较稳健。其中，劳动力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

农业劳动力转移通过技术进步渠道影响资本回报率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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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要素生产率子样本稳健性检验①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时间稳健性 空间稳健性

子样本 1: 1998—2010 子样本 2: 2001—2010 子样本 3: 剔除西藏 子样本 4: 剔除北京和上海

就业转移率
0． 584 0． 601* 0． 087 8 0． 552

( 0． 356) ( 0． 316) ( 0． 279) ( 0． 379)

城镇化率
1． 203＊＊＊ 1． 610＊＊＊ 0． 605＊＊ 1． 141＊＊＊
( 0． 366) ( 0． 461) ( 0． 255) ( 0． 365)

基础设施
0． 131 0． 115* 0． 150* 0． 122* 0． 031 0 0． 0300 0． 128 0． 119

( 0． 077 2) ( 0． 062 8) ( 0． 080 1) ( 0． 065 4) ( 0． 061 2) ( 0． 058 7) ( 0． 086 1) ( 0． 070 2)

FDI /GDP 1． 432 0． 225 1． 391 － 0． 993 0． 328 0． 160 0． 981 0． 443
( 1． 262) ( 0． 923) ( 1． 207) ( 1． 141) ( 0． 643) ( 0． 614) ( 1． 294) ( 1． 088)

贷款 /GDP － 0． 369＊＊ － 0． 377＊＊＊ － 0． 405＊＊ － 0． 462＊＊＊ － 0． 509＊＊＊ － 0． 488＊＊＊ － 0． 481＊＊＊ － 0． 422＊＊＊
( 0． 165) ( 0． 124) ( 0． 188) ( 0． 130) ( 0． 137) ( 0． 123) ( 0． 173) ( 0． 137)

贷款 /存款
0． 346 0． 400* 0． 661 0． 615＊＊ － 0． 253 － 0． 126 0． 184 0． 170

( 0． 286) ( 0． 211) ( 0． 406) ( 0． 270) ( 0． 189) ( 0． 177) ( 0． 333) ( 0． 265)

国企比重
0． 211 0． 105 0． 314 0． 200 － 0． 162 － 0． 120 0． 256 0． 140

( 0． 302) ( 0． 177) ( 0． 327) ( 0． 190) ( 0． 237) ( 0． 198) ( 0． 333) ( 0． 233)

公共教育支出
0． 006 76 － 0． 008 46 0． 013 1 － 0． 009 94 0． 075 1＊＊ 0． 044 7* 0． 001 88 － 0． 009 21

( 0． 032 5) ( 0． 022 0) ( 0． 029 5) ( 0． 022 1) ( 0． 030 9) ( 0． 023 2) ( 0． 062 1) ( 0． 044 9)
个体效应 No No No No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Ｒ( 1) -p 0． 691 0． 915 0． 143 0． 690 0． 968 0． 838 0． 466 0． 992
AＲ( 2) -p 0． 041 0． 604 0． 279 0． 901 0． 712 0． 405 0． 700 0． 768
Hansen test-p 0． 965 0． 986 0． 754 0． 684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观测值 396 364 306 288 461 414 441 400

注: 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AＲ( 1) -p、AＲ( 2) -
p 和 Hansen test-p 分别为 GMM 估计中的 A-Bond 一阶、二阶检验和 Hansen 检验的 p 值。

表 7 资本回报率子样本稳健性检验②

被解释变量:
资本回报率

时间稳健性( 子样本 1) : 1998—2010 空间稳健性( 子样本 3) : 剔除西藏

( 1) ( 2) ( 3) ( 4) ( 5) ( 6)

就业转移率
0． 190＊＊ 0． 094 8* － 0． 029 5 0． 170＊＊ 0． 095 1* 0． 060 3*

( 0． 070 5) ( 0． 049 1) ( 0． 049 2) ( 0． 064 8) ( 0． 047 7) ( 0． 034 7)

全要素生产率
0． 208＊＊＊ 0． 130＊＊＊ 0． 253＊＊＊ 0． 170＊＊＊
( 0． 054 9) ( 0． 046 6) ( 0． 063 4) ( 0． 041 9)

就业转移率 ×
全要素生产率

0． 204＊＊＊ 0． 107*

( 0． 063 0) ( 0． 063 1)

资本产出比
－ 0． 033 0* 0． 042 8* 0． 025 7 － 0． 043 6* 0． 036 1* 0． 019 7
( 0． 018 5) ( 0． 021 4) ( 0． 018 0) ( 0． 022 2) ( 0． 018 9) ( 0． 012 7)

基础设施
－ 0． 019 9 － 0． 002 － 0． 008 95 － 0． 013 6 0． 008 7 0． 001 48

( 0． 014 9) ( 0． 013 8) ( 0． 012 7) ( 0． 012 3) ( 0． 011 7) ( 0． 009 06)

FDI /GDP 0． 556 － 0． 295 － 0． 117 0． 424 － 0． 154 － 0． 075 5
( 0． 395) ( 0． 289) ( 0． 263) ( 0． 269) ( 0． 185) ( 0． 166)

贷款 /GDP － 0． 040 0 － 0． 042 2* － 0． 029 8 － 0． 024 8 0． 001 3 － 0． 006 36
( 0． 029 5) ( 0． 023 7) ( 0． 021 8) ( 0． 023 7) ( 0． 022 8) ( 0． 018 1)

贷款 /存款
0． 028 3 － 0． 034 2 － 0． 049 2 0． 028 1 0． 034 4 0． 001 42

( 0． 054 8) ( 0． 044 9) ( 0． 039 1) ( 0． 049 6) ( 0． 038 6) ( 0． 033 7)

国企比重
0． 087 9 0． 002 5 0． 020 8 0． 092 5 0． 054 3 0． 064 1

( 0． 096 0) ( 0． 064 8) ( 0． 064 9) ( 0． 082 6) ( 0． 058 7) ( 0． 059 1)

公共教育支出
－ 0． 004 6 － 0． 004 9 － 0． 008 73* － 0． 005 10 － 0． 012 8* － 0． 012 8＊＊

( 0． 004 2) ( 0． 004 6) ( 0． 004 79) ( 0． 005 2) ( 0． 006 7) ( 0． 006 26)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Ｒ( 1) -p 0． 739 0． 860 0． 344 0． 724 0． 279 0． 466
AＲ( 2) -p 0． 649 0． 821 0． 448 0． 101 0． 319 0． 880
Hansen test-p 0． 942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观测个数 396 396 396 461 461 461

注: 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GMM 估计中 Ｒ2 处报告的依次是其 A-Bond 一阶、二阶检验和 Hansen 检验的 p 值。

五、结 论 和 政

策含义

本文 从 内 生 技

术进步的视角，探讨

了农 业 劳 动 力 转 移

对中 国 非 农 部 门 技

术进步、资本回报率

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利 用 中 国 1992—
2010 年 31 省区工业

部门面板数据，本文

实证 分 析 了 农 业 劳

动力 转 移 对 工 业 部

门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和

资本回报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农业劳动

力转 移 对 非 农 部 门

全要 素 生 产 率 具 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进

而通 过 增 加 劳 动 要

素投 入 和 促 进 技 术

进步两条渠道提升资本回报率。同时本文还发现，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具体影响机制可能也存

—48—

刘晓光，苟 琴 劳动力转移、技术进步与资本回报率变动



在差异。在劳动力转移影响资本回报率的两条渠道中，城镇化方式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提

高资本回报率，就业转移主要通过增加劳动要素投入而提高资本回报率。本文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

现阶段劳动力转移模式的重要影响特征。
本文分析也有助于认识中国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早年学者研究报告了中国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在保持高速投资的同时，资本回报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持续上升的经验事实［38，44-47］。如何

理解这段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不一致的现象，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关

键。本文关于劳动力转移对技术效应促进作用的经验分析，与刘晓光和卢锋［25］的理论解释一致，他

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技术效应结合是解释中国出现高投资率和回报率上升

并存现象的关键，为理解劳动力转移对中国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一条新渠道。事实

上，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成为非农部门维持高水平的资本回报率

和投资率，并在此过程中享受技术效应，不断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反

过来，一旦劳动力转移放缓或转移进程结束，资本回报率也会受到极大的不利影响，进而导致投资和

经济增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本文研究对于制定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也有参考价值。尽管学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具体

规模存在争议，但从国家统计数据看，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占比仍在 30% 以上，与发达国家通常在

10%以下的稳态水平相比，中国仍然有接近劳动力总量四分之一的农业劳动力尚未转移到非农部

门。然而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出现放缓势头，导致一方面城市

地区频频出现用工紧张现象，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转移者微观决策角度出

发，转移与否的决定涉及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而在有经济外部性的情况下，劳动力转移程度倾向于不

足。因此，在政策层面可以考虑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贴，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所隐

含的负向激励，从而促进劳动力充分转移和技术外溢的实现。不仅如此，由于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方

式的具体影响不同，未来究竟以何种方式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需要重新考虑。根据本文研究，

城市化方式比单纯的就业转移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能够更好地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

本积累，对经济长远发展更为有利。

注释:

①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只报告了多变量系统 GMM 回归结果，其他回归结论基本一致，感兴趣的读者请联系作者

索取。

②限于篇幅，表 7 只报了就业转移率一个时间和一个空间子样本回归，其他子样本回归结果与表 7 基本一致，感兴趣

的读者请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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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on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capital return

LIU Xiaoguang1，GOU Qin2

( 1．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slowdown in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China's capital return and investment

growth rate fell sharply． In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rural-to-urban la-

bor migration on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capital retur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in-

dustrial sector from 1992 to 2010，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in industrial sector，and increases capital return through two channels，

namely by more labor inputs and by promo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different modes of labor

migration ma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and different mechanisms，and the urbanization mode has more significant effects than the

simple employment transfer on promo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Key words: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urbanization; capital return; productivity growth;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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